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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戰爭的導火線： 
「那丟人的『亞羅』號事件」

長期以來，英國史學家都信誓旦旦地說，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

爭，是為了報復中國水兵侮辱了在「亞羅」號上飄揚着的英國國旗。本

章證實此指控純屬子虛烏有。

一、「亞羅」號的歷史

「亞羅」號是一艘華艇。所謂華艇，是一種中西合璧的帆船：船身葡

萄牙式，帆纜中國式，是澳門華人把葡萄牙船本地化的一種造船模式。

它於 1854 年由一位名叫蘇阿成的華人在中國境內建造。1 翌年，蘇阿成把

這條船賣給了另一位華人方阿明。2

在 1842 年香港被英國奪取作為殖民地後不久，方阿明就前往那兒謀

生，到他購買「亞羅」號的時候已經在香港居住了十年。因此，他把船買

下以後就向香港政府註冊，領取船照。船照的有效期為一年，從 1855 年

9 月 27 日開始。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認為，「亞羅」號既然擁有香

港政府所發出的船舶執照，該船就擁有了英國國籍。3

在此首先必須澄清該船與其船主各自的國籍問題。方阿明本人並未

1	 Yeh to Parkes, 14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8, 14 October 1856, 
FO228/213.  英文原文對華人的姓名只有英語音譯（即 Su Acheng），沒附原來的漢文姓名。看
來 Su Acheng是廣東音，姑且倒譯作蘇阿成。

2	 Extract from the China Mail , 11 December 1856, Parl. Papers 1857, v. 12, pp. 190-191. 英文原文對
華人的姓名只有英語音譯（即 Fong Aming），沒附原來的漢文姓名。看來 Fong Aming是廣東
音，姑且譯作方阿明。中方的記載如《南海縣志》（2.60b）、《番禺縣志》（22.32b）、《廣州府志》
（82.311），則說船主是蕭成，看來是蘇阿成的別名。如果這推測屬實，則中文文獻似乎只記載
了建船的人而沒有記載買船的人。 

3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London: Macmillan, 1894), v. 1, p. 228, quoting one 
of Parkes’s private letters dated 14 November 1856.

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宣稱，在 1856 年 10 月 8 日，一艘名為

「亞羅」號的華艇船桅上飄揚着的英國國旗，被中國水兵扯落了。1 這就是

著名的所謂「亞羅」號上侮辱英國國旗（辱旗）事件。兩廣總督葉名琛

否認巴夏禮的指控，2 不過採取期求息事寧人的態度，一再退讓，但未能

阻止英國大動干戈。因此，查明該事件的真相極為重要。準此，讓我們

先回顧一下「亞羅」號的歷史和「亞羅」號事件發生的過程，然後探討

該事件的所有有關原始證供的記錄，是在什麼情況下記載下來的，從而

判定每一份證供的價值及其可信的程度。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評估

這個被英國作為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理由的真偽與來龍去脈。

1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0, 8 October 1856, FO228/213; see also Parkes to Yeh, 8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ibid.

2	 Yeh to Parkes, 24 October 1856, Parl. Papers 1857, v. 12, p. 89; see also Yeh to Seymour, 31 
October 1856, Parl. Papers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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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那麼它很容易就會被誤認為是一條中國籍的船。

「亞羅」號事件，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的。按英國駐廣州領事館

的記錄，「亞羅」號於 1856 年 10 月 3 日駛進廣州市內的珠江河面，在現

今廣州海關博物館附近停泊。8 按照英國航海慣例，須馬上降下英旗。而

看該船上、下人等如此重視它英國式的喬裝打扮，也應該是遵守英國慣

例，馬上降下英旗才是。或許萬一當時沒有及時降旗，相信很快就會降

旗的。而到了五天以後，即 1856 年 10 月 8 日，該船上的英旗自然是早

已降下了。否則要引人猜疑：怎麼一條自稱是英國籍的船，連最基本的英

國航海禮節也不懂？是不是冒牌的假貨？同時，在 10 月 8 日當天早上，

該船的洋人船長又離開了該船而轉到別的華艇上，跟其他碧眼紅鬚的掛

名船長共進早餐，9 剩下清一色的華人水手在船上。既沒外國國旗又沒白

人船長，這條不倫不類的中葡合璧船，真的很難讓人辨別它是否擁有外

國國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廣州內河水師因接獲線報而登船逮盜。10

線報是由一位名叫黃連開的華人殷商所提供的。1856 年 9 月 6 日，

黃連開與他親自駕馭的兩艘貨船遭到海盜攻擊，雙方從清晨七點打到下

午四點，由於這麼長時間的近距離打鬥，他對這批海盜中的一些臉龐都

認識得很清楚。其中一名缺了一隻門牙，頭戴紅巾，腰纏紅帶，不斷高

呼其同袍加油，更是讓他畢生難忘。最後，黃連開這方的人後勁不繼，

結果四人被殺，其他被制服，黃連開本人跳水逃亡，幸免於難。一個月

後的 10 月 8 日清晨，他來到廣州，馬上從「亞羅」號的水手當中認出那

個崩牙海盜。於是火速報告內河水師。11 其實這個崩牙水手，名叫李明

太，是在打劫過黃連開的貨船後，於 1856 年 9 月 27 日剛剛加盟「亞羅」

8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3, 10 October 1856, FO228/213.

9	 Kennedy‘s deposition, 9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5, 11 October 1856.

10	 Yeh to Parkes, 14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5, 11 October 1856, 
FO228/213.

11	 Yeh to Parkes, 10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4, 10 October 1856, 
FO228/213. In Yeh’s despatch was transcribed Huang Liankai’s testimony.

擁有英國國籍。按照當時大英帝國法律，只有在英國本土或者英國殖民

地出生的人才有資格領取英國國籍。方阿明不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內陸

出生，所以只能擁有中國國籍。

為什麼一個擁有中國國籍的人卻能為他的船隻領取一張可以被解釋

為英國國籍的船照？矛盾就在這裏。以後有關「亞羅」號事件的諸多糾

紛，也就從此開始。

製造這個矛盾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時香港政府的頭頭，港督包令爵

士。他有鑒於當時中國沿海的船隻都沒有船照，混亂不堪，更沒法鑒別

從事的是正業還是走私，於是他在香港立法局動議，經立法局討論並通

過一條殖民地法例，規定所有香港的船隻必須向香港政府註冊，交費後

領取船照，有效期為一年，期滿前必須重新申請，領取新照。船照有效

期間，該船享有懸掛英國國旗的權利，並受到英國政府的保護。4

如此這般，「亞羅」號便取得了懸掛英國國旗的資格。

它的船長是一位英國籍的北愛爾蘭青年，名叫托馬斯．肯尼迪

（Thomas Kennedy），剛滿二十一歲，他很坦然地自認只是一位掛名船

長，因為船上的任何事情都不用他操心。而船主之所以僱用他，主要是

看上他的藍眼睛紅鬍子，外表能為該船作英國式的裝飾。5 至於該船的其

他人員共十四名水手，全部都是中國籍的華人。6

就這樣，一條在中國境內建造，由一位中國籍的華人擁有，水手全

部是中國籍，並在中國水域內游弋的船隻，卻受到英國國旗的保護。這

種矛盾，最容易引起誤會。如果該船正在航行中並升起了英旗，那當然

大家都可以看出它是一條擁有英國籍的船。但是，一旦它駛進中國的任

何一個海港，拋錨後按照英國航海慣例即降下國旗，7 以表示客國對東道

國主權的尊重。如果此時洋人船長又不在船上，而剩下清一色的華人水

4	 See blue book no. 2166, entitled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egistration of Colonial Vessels 
at Hong Kong’, in Parl. Papers 1857, v. 12, pp. 579-594.  See also Hansard , 3d series, v. 144, col. 
1160.

5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3, 10 October 1856, FO228/213.

6	 同上註。 

7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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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位洋人船長所言，得到那兩名經「亞羅」號船長懇求而留下來看守

該船的華人水手的佐證。奇怪的是，巴夏禮從來沒有出示過這兩名華人

水手作證的自述記錄和簽字或畫押，而他本人卻向其上司包令公使堅稱

這兩人確實說過這樣的話。

既然中、英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否曾發生了扯旗事故，那我們就

按部就班，先研究一下雙方的證詞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取得的，再分析這

些證詞的內容及其可靠性。

二、中英雙方在怎樣的情況下提供證詞

1. 先審視英方的證詞

英方的第一道證詞，是「亞羅」號的船長肯尼迪向英國駐廣州領事館

的口頭報告。18 當他的十四名水手中有十二名被中方帶走後，他馬上跑到

英領事館，告訴巴夏禮領事說，中國水師登上他的船，逮捕了他的十二

名水手，扯下了當時飄揚在該船桅桿上的英國國旗。19 巴夏禮聽後，深表

懷疑。20 懷疑的原因不難找：身為領事，重點管制英船到埠後的行為，巴

夏禮對英國航海慣例當然很清楚；英船在中國海港停泊期間，怎麼桅桿

上會有國旗飄揚？

但是，既然擺出了扯旗的指控，茲事體大，巴夏禮說他馬上派人去

查詢。查詢的結果可以被視為英方的第二道證詞。但這道證詞讓人疑竇

頓生。第一、巴夏禮派去調查事件真相的是什麼人？是他的華人下屬，

還是初級的英國領事人員？第二，他派出的調查人員查問了哪些人？是

旁觀的中國民眾（如果有的話），還是像利奇這些英國船長？第二個疑

問和第一個疑問直接相關，因為當中牽涉到重要的語言和溝通問題。可

是，在巴夏禮的文件中，無論是官方的或是私人的，都找不到這些問題

18	 這個口頭報告，後來被巴夏禮引述於其向包令爵士的書面報告中。見下一個註解。

19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0, 8 October 1856, para.1, FO228/213.

20	 巴夏禮的原文是 ‘hesitate to rely soley on the master’s account’. 見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0, 
8 October 1856, para.1, FO228/213。

號，當助理領航員。12

內河水師接報後，立即派守備梁國定帶領屬下趕往「亞羅」號逮人。

梁國定事後被傳作證說，他到達現場時，既沒看到該船桅桿上懸有任何

旗幟，船上也沒有任何外國人，有的只是華人水手，於是按中國規章辦

事，把全部水手均當作嫌疑人犯帶走。13 「亞羅」號的年青洋人船長事後

也作證，說當他趕回該船時，發現所有水手都已被帶離，於是他懇求留

下兩名水手看守該船，並得到中方同意。14

雙方的共識還不只這一點。梁國定說他到達現場時沒有看到該船上

有任何外國人，「亞羅」號的船長事後也作證說他當時的確不在場，反而

是在另一條名叫「達特」號（Dart）的船上跟其他洋人船長共進早餐。15 

同桌的「達德」號船長約翰．利奇（John Leach）和「舟山」號（Chousan）

船長查爾斯．厄爾（Charles Earl），事後作證時都異口同聲地證明「亞羅」

號船長在事發時確實早已離開了他自己的「亞羅」號船，並來到「達特」

號跟他們一同用早餐。16

但是，這三位洋人船長卻先後堅稱事發時「亞羅」號的桅桿上飄揚着

英國國旗，並被中方扯了下來。「亞羅」號的洋人船長更補充說，他們吃

早餐的船停泊的地方距離「亞羅」號大約在 50 碼到 100 碼之間，所以都

能看到在「亞羅」號甲板上發生的事情。17 據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說，

12	 Yeh to Parkes, 10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3, 10 October, 1856, and 
containing the deposition of Wu Are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Huang Liankai and Mingtai may 
be found in Yeh to Seymour, 31 October 1856, FO682/1989/15.

13	 Yeh to Parkes, 10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4, 10 October 1856, 
FO228/213. In Yeh’s despatch was transcribed Huang Liankai’s testimony.

14	 Kennedy’s deposition, 9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5, 11 October 1856, 
FO228/213.

15	 Kennedy’s deposition, 9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5, 11 October 1856, 
FO228/213.

16	 Kennedy’s deposition, 9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5, 11 October 
1856, FO228/213; Leach’s deposition, 9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5, 
11 October 1856, FO228/213; Earl’s deposition, 16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60, 16 October 1856, FO228/213.

17	 Leach’s deposition, 9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5, 11 October 1856, 
FO228/213; Earl’s deposition, 16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60, 16 
October 1856, FO22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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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而當我堅決要人時，該軍官竟然表示要用武力抵抗武力」。24 這一段

文字添加了一條細節，那就是，巴夏禮從一開始就採取高壓手段，勒令

李永勝交人，而不是像他跟他上司所說的、禮貌地要求放人。軍人有軍

人的尊嚴，那容得一個外國的小年輕來指手畫腳地威逼勒令？肯定要拒

絕！這一點，巴夏禮作為哪怕是年青的外交人員，應該很明白，但他偏

偏要這樣做。為什麼？是他故意這樣做來製造麻煩，還是生性如此？

結果，他遭到嚴拒了，下不了台。怎麼辦？此節巴夏禮甚至在其肆

無忌憚地照會葉名琛時也沒交代。筆者能找到的、巴夏禮寫過的所有其

他公文裏也沒有，於是轉移方向，追查巴夏禮的私人文書和有關著作。

結果發現他在一封私人信中這樣寫道：「他們不單拒絕我，還嘲笑我……

甚至要打我，後來我真的給他們打了一拳，雖然我在所有的公文裏，對

這一點都避而不談，因為我不想公開私人的事。」25 巴夏禮在執行公事時

因為行為不檢而公開出醜，竟然反而把它說成是私人的事。無他，巴夏

禮在假公濟私，當然不能把私事公開。

在上述史料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試圖重構這一段歷史：巴夏禮從一

開始就採取高壓手段，勒令中方軍官李永勝把人犯送到英領事館拱手奉

獻，這無疑是有意羞辱中國軍方。李永勝公開反駁，巴夏禮怒不可遏，

衝到人犯面前要親手為他們解綁。李永勝麾下的士兵出手制止。雙方交

手當中，誰先打了誰一拳，不清楚。相信誰是最憤怒的人必定就是最先

出拳的人。李永勝克制有加，他的部下也止於反唇譏諷，都不是憤怒的

表現。怒不可遏的，只有巴夏禮本人。既然巴夏禮不顧身份而竟然大打

出手，但又苦於孤掌難敵眾手，結果下不了台還要加緊硬闖。丟人現眼

且不說，更要命的是有辱國體：巴夏禮愈想愈氣，怒上加怒。

他的憤怒，在他當天寫給兩廣總督葉名琛的照會中，表露無遺。茲

全文翻譯如下﹕

24	 Parkes to Yeh, 8 October 1856, para. 3,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0, 8 October 1856, 
para. 2, FO228/213.

25	 Lane-Poole, Parkes , v. 1, p. 229, quoting one of Parkes’s private letters dated 14 November 1856.

的答案。此外，那些巴夏禮聲稱曾由其手下所查問過的「證人」，他自己

卻從沒有召見過，也從未把這些調查人員在調查現場所做的書面報告呈

交上級。若果真有這樣的報告，看來也只是一個口頭報告，因為英方至

今無法出示有關文件，也沒有披露查詢人或被查詢人的名字及其簽名或

畫押，而只是巴夏禮在向其上司的書面報告中提到。同時，也只是提到

查詢之事，沒有明確查詢報告的內容。這個虛無的查詢報告卻讓巴夏禮

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英船『亞羅』號，當停泊期間國旗飄揚之際，竟然

被中國水師登船逮走幾乎全部水手；這還不算數，中國水師居然扯下英

國國旗，真是奇恥大辱！」21 這樣的結論顯然自相矛盾，既說該船處於停

泊狀態，又說英旗被扯下，處於停泊狀態的船隻怎又會有國旗被扯下？

不過，這個結論所含的火氣卻不小，跟同一天早上前一陣子巴夏禮對扯

旗之控大表懷疑的冷靜態度，形成強烈的對照。是什麼讓他的態度作了

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要弄明白這個問題，讓我們看看巴夏禮在給上司的書面報告裏還說

了些什麼話。其中有一段提及他在接到上述的查詢結果後，知道中方把

逮到的十二名水手拘留在廣東內河水師的一條水師戰船上，於是他就前

往該水師戰船要求放人。沒想到中方不但拒絕，而且，巴夏禮說，「如果

我親自動手為水手解綁的話，他們也會動手制止」。22 這短短一句話，讓

人懷疑事情毫不簡單。如果巴夏禮不首先威脅說要動武，相信中方不會

回答說要動手抵抗。盛氣凌人者若遭到反唇相稽，下不了台之餘，只會

更為光火。這句話是他寫給上司看的，火氣尚且如此之猛，實際情況肯

定比他的書面報告糟糕得多。

他寫給葉名琛的照會就肆無忌彈地大發雷霆了。且看他是怎麼樣說

的：他說他勒令 23 該船的中國水師軍官（即該水師戰船的船長），名叫李

永勝的，把抓獲的人犯「送往英領館，等我來親自審訊，那軍官居然拒

21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0, 8 October 1856, para.1, FO228/213.

22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0, 8 October 1856, para. 2, FO228/213.

23	 原文是 require，一般是必須的意思。在某種情況下也有命令的意思，以當時巴夏禮用詞的環境
與用意，若要用漢語表達的話，則「勒令」最為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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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挨了一拳（至於中方挨多少拳腳就不知道）後，苦於寡不敵眾，在眾多

華人人犯的眼前，華人水兵的嘲笑聲中，丟盡了面子，悻悻然離去。懷

恨之情愈深，報仇之心愈切，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這道照會的第二段，

即打鬥之前，巴夏禮只要求中方水師戰船的船長李永勝把人犯送往英領

事館。在第三段，即打鬥之後，他強逼中方公開認錯和彌補，而且具體

規定認錯和彌補的方式：要求李永勝的上司、最初帶兵登船抓人的守備

梁國定，把人犯帶回到事發現場「亞羅」號，在同樣的眾多人犯面前，

羞辱守備梁國定及其所代表的中國軍方。

現在事情比較清楚了：整個「亞羅」號事件的關鍵在於後來發生在中

方水師戰船上的這場打鬥，巴夏禮誓報丟臉之恥，一拳之仇。為了雪恥，

巴夏禮對中方的要求猛升了一級，從羞辱中方的水師戰船船長李永勝暴升

到羞辱其上司梁國定守備。守備者，將軍也，位於千總之上，千總帶一千

兵，守備該帶多少？在打鬥的時候，梁國定在不在場，文獻失載。看來他

不在場，而是讓部下李永勝率領水兵在水師戰船上看管逮到的人犯後，回

衙辦公去了。他到底是將軍之尊，成功地抓到人犯就交了差，哪會整天呆

在水師戰船上看守人犯？巴夏禮是在李永勝手上吃過虧，按理應該羞辱李

永勝才是，為什麼要羞辱那位跟他毫無過節的將軍？須知道要當眾羞辱地

位愈高的人愈困難，而地位愈高的軍官愈是象徵式地代表了中國軍方，如

此更是難上加難。巴夏禮是故意給中方出難題！

從這個角度分析，那麼巴夏禮照會的最後一段就好解釋了：他已經

準備好中方不答應，所以同時間通知了英國軍方。區區一個年輕的代理

領事，採取如此高壓的手段來對付欽差大臣兩廣總督，竟然斗膽挑戰當

時英國人稱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27 的葉名琛，28 巴夏禮的背後必定

有人為他撐腰。他是誰？此節容本書第十二章分解。

有一個問題急待解決：紳商黃連開從「亞羅」號的十四名水手當

中只認出其中一名是海盜，為什麼中方卻要大張旗鼓地派一員將軍率領

27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8 ,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London: 1858).

28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8 ,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London: 1858).

英國領事館

廣州，1856 年 10 月 8 日

閣下，

1. 急啟者，彌補辱國之事，刻不容緩。

事緣今晨剛過 8 點鐘左右，中國水師登上停泊在海珠炮台附近

的一艘英國船名「亞羅」號者，雖有該船的英人船長在場勸阻，仍

然拘捕，捆綁並帶走該船的十二名華人水手，並扯下該船桅桿上飄

揚着的英國國旗。我聽了該船船長的報告後，覺得茲事體大，不宜

偏聽，忙派人查詢，方知屬實。探報又說，守備梁國定把「亞羅」號

的水手帶到他的水師戰船後，即把水師戰船移泊永靖門附近。

2 . 於是我在副領事陪同下，親自到該水師戰船。接見我們的是

一位名叫李永勝的軍官。我對他說，中方登上英船，用武力帶走船

員，扯下英國國旗，已構成嚴重事故。我命他必須把擄去的人送到

英領事館等待審訊。他拒絕。而當我一定要他把人交我時，他耍了

一下功夫，然後告訴我說﹕他會用武力抗拒。

3 . 準此，我敬告閣下﹕以閣下的英明，一定會認識到並承認，

這種公開的侮辱必須得到同樣公開的彌補。所以，我認為閣下必須

命令梁國定把擄去的水手帶回「亞羅」號，在我面前，「人歸原主」。

如果發現他們其中有任何嫌疑犯，到時再送到英事領館，等候閣下

派人與我共同審訊。

4 . 在我照會閣下的同時，我已另行咨會英國駐華公使以及英國

皇家海軍駐珠江河艦隊的司令員。此外，「亞羅」號由於水手被扣留

而不能啟航所引起的一切損失，皆由貴國負責。

您忠實的，

巴夏禮 26

這道照會的第二段結束得很突然：巴夏禮沒有交代雙方在劍拔弩張的

情況下是如何收場的。但正如筆者所揭示，結果是雙方大打出手，巴夏

26	 Parkes to Yeh, 8 October 1856, para. 4,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0, 8 October 1856, 
FO22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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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瓦解。巴夏禮向自己同胞揚言要報復辱旗之仇，但他指定的彌補方

式卻與國旗毫無關係。不單如此，巴夏禮還用調動軍隊的高壓方式來逼

迫葉名琛就範於這個彌補方式。為什麼？

導致筆者的思路往這方面發展的，不只是上面用過的原始史料，還

有當時英國記者從香港發回英國的有線電訊報道。電文曰：「10 月 8 日，

一艘停泊在廣州的，受英國國旗保護的華艇，被中國軍方登上，逮走了

十二名船員。巴夏禮前往理論時，中方竟然對他百般凌辱，甚至要毆打

他。」33 這封電文重要之處有四：

第一，它把事發之時英國國旗究竟在什麼地方，說得很含糊。原文

是 ‘a lorcha under the British flag’，這一句話絕對表達不了「國旗在該船

桅桿上飄揚」的意思，而頂多是表達了「一艘受英國國旗保護的華艇」的

意思。那是說，英國駐香港記者對於英國航海慣例也是非常清楚的：船

泊外國的港口期間，不得懸掛英旗。既然該船在廣州已停泊了多日，無

論如何是不可能懸掛英國國旗的，所以只好含糊其辭。

第二，若是英旗真的曾受辱，則按照十九世紀英國強烈的民族意識

（見本書下篇第十四至十八章），任何英國人都會感到極端憤怒，記者肯

定會在電文中譴責。但電文沒有。

第三，到了該通訊從香港發出時，英國皇家海軍已經炮轟廣州城

了，聲言是為了報復辱旗之仇。34 茲事體大，若是英旗真的曾受辱，記者

一定會重點指出，但該電文隻字沒提。是否記者認為辱旗之控無稽，不

肯昧着良心說話。

第四，記者反而是重點描述巴夏禮的遭遇，字裏行間強烈流露出為

他憤憤不平：「中方竟然對他百般凌辱，甚至要毆打他。」35

當這封電文，以及「亞羅」號事件爆發以後一個多月以來所發生的種

種事情的有關報告到達倫敦後，英國當時最權威的報章《泰晤士報》的總

33	 The Times , 29 December 1856.

34	 正如在上一章說過的，當時從香港發出的通訊，要坐船到了地中海的的里雅斯特（Triest）才能
從那裏通過有線電報傳往英國。有關「亞羅」號事件的通訊，在香港時就錯過了第一趟郵船，

坐上第二趟時，已是一個月後的事情。同時見本書附錄的大事記裏的日期。

35	 The Times , 29 December 1856.

幾條水師戰船浩浩蕩蕩地去抓區區一名海盜？即使全船水手通通都是海

盜，也不用那麼勞師動眾！君有所不知，從 1850 年開始，廣西興起了太

平軍，廣東爆發了紅巾軍（又稱紅兵），都是在兩廣總督轄下的地方搗亂

的。葉名琛頂住了太平軍不讓它從廣西進犯廣東，29 卻控制不住廣東本地

的紅巾軍，結果在 1854 年底紅巾軍打到廣州城，並把該城重重圍困，驚

險萬狀。葉名琛親上觀音山督戰，幾經艱苦，才把陸上的紅巾軍打退。

不料大批紅巾軍又改為從水路進犯廣州，雖然最後也給葉名琛打退了，

但是 1856 年秋的廣州還是風聲鶴唳，30 對頭戴紅巾的人是絲毫不敢掉以

輕心的。剛好那李明太在打劫黃連開的貨船時頭戴紅巾腰纏紅帶！ 31 廣東

水師接獲線報，哪敢怠慢！誰知道一個李明太的背後究竟還隱藏着多少

個不戴紅巾的紅巾軍？

對於葉名琛的苦況，巴夏禮最是清楚不過。「亞羅」號事件發生後

不久，巴夏禮特別寫了一篇很長的報告，活靈活現地描述葉名琛當時不

單受到本省叛亂的困擾，還遭到北鄰省份湖南和江西的太平軍極大的壓

力。32 葉名琛剛剛從死裏逃生，全靠將士賣命。現在巴夏禮強逼他公開地

羞辱手下愛將，若屈服的話恐怕軍心會瓦解。為什麼巴夏禮偏偏要強逼

葉名琛幹那明知是他絕不會幹的事兒？巴夏禮的動機值得深思。究竟有

誰在背後為他撐腰？

正由於整個「亞羅」號事件的關鍵不在於扯旗而在那場丟人的打鬥，

所以巴夏禮才會提出與扯旗完全無關的彌補方式。因為，如果扯旗的指

控屬實，那麼認錯與彌補的正確方式應該是讓扯旗人在「亞羅」號的甲

板上重新升旗致敬。這樣做中方軍心就不至於瓦解：因為，若真的誤扯

了外人的國旗，鞠躬表示歉意沒什麼了不起，即使鳴炮致敬也無妨。但

是，當着已被抓的叛賊面前羞辱中國軍方負責勦賊的將領，軍心恐怕真

29	 見拙文〈太平軍初起是北上還是東進的問題初探〉，《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一輯（北京：中華書

局，1981年），頁 258－280。

30	 見拙著《兩廣總督葉名琛》（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31	 Yeh to Parkes, 10 October 1856, 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4, 10 October 1856, 
FO228/213. In Yeh’s despatch was transcribed Huang Liankai’s testimony.

32	 Parkes to Bowring, Desp. 157, 13 October 1856, FO228/213.


